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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易斯拐点”预示一国将经历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由
农业大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转型过程。本文通过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相关理论对
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分析，证实了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 2004 年开始显现
出的“民工荒”的事实。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工荒”浪潮并未能形成与城乡收入差距缩
小、农民市民化之间的和谐互动，我国并未能出现与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相一致的转型。从根
本上讲，我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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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of China’s“Lewis Turning Point”:

Interpretation，Judgment and Ｒeflection

ZHOU Jianfeng
( School of Marxism，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

Abstract: “Lewis turning point”indicates that a country will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at
labor is changing from surplus to shortage，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diminishing，the economic is transformed from based agricultural to base on industry． The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from Marxist theory about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labor
value，the paper confirmed the facts that there exist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and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start from 2004． However，the serious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failed result in
a harmonious interaction of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dual economy model predicts doesn’t appear in our country． Fundamentally，

“Lewis turning point”doesn’t appear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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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 1954 年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 《劳

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在文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

劳动力只能获得相对较低、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①，而且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城市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且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高于在农村就业

的工资水平，从而城市工业部门能得到所需的由农村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但随着城市工业部门

的不断扩张，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最终将会被吸收光，将呈现农村劳动力②由过剩到短缺、劳动力工

资由一成不变到不断上升的态势。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变是一国由农

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这一转变的交点则被称为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曾在 1979 年预言: “由于缺乏物质力量抑制农村人口迁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每年增长

3%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现代工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2］。”然而，我国 “民工荒”

现象自 2004 年在沿海局部地区出现，近年来更是蔓延至一些中西部地区。当今我国城市工业部门劳

动力紧缺的图景完全颠覆了刘易斯当年的预测，这是否意味刘易斯错了呢? 如果刘易斯没错，那怎么

解释我国的“民工荒”浪潮? “民工荒”是否意味着我国真正跨越了 “刘易斯拐点”?

一、文献综述

“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在判断 “刘

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往往等同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的问题。对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

劳动力是否过剩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其一是，通过直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求数量上的变化来判

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一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尽枯竭，尽管分析得出的 “刘

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存在差异，但都承认我国 “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的事实［3 ～ 6］; 但也有部分

研究认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农村还大量存在，我国只是处在向 “刘易斯拐点”

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7 ～ 9］。其二是，通过对比由于劳动力稀缺性变化所导

致的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差异来说明 “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工资在 2005 年以

来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及相伴随的农民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10 ～ 12］，有学者从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态

势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关联性角度［13］，有学者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负到正的变化视角［14］，还

有学者通过我国愈演愈烈的 “民工荒”、“涨薪潮”和 “劳资纠纷”现象，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新态势［15］，得出我国已经越过 “刘易斯拐点”的结论。但同时有研究表明: 我国

非熟练工人平均每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负数或零［16］，我国还未出现同期韩国、日本越过 “刘易斯拐

点”的一些特征［17］，由此推出的结论是: 我国还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对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存在较大争议。刘易斯只是描绘了

“刘易斯拐点”出现时的特征，并没有告知其出现的衡量标准。因此，判断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

点”，还必须仔细研读“刘易斯拐点”的内涵，找到“刘易斯拐点”的最本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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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在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广泛的雇佣关系，农民作为劳动力其收入主要从农业家庭经营中获得，为表达方
便，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工资等同于家庭经营收入。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在农业内部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中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为相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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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图 1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建

立了二元经济经典模型，但只是粗略勾勒出 “刘易斯

拐点”出现的图景，而对 “刘易斯拐点”的详尽分

析则是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和费景汉的重要贡献。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经典模型进行了拓

展［18］，其构建的模型 ( 一般被称之为刘易斯 － 拉尼

斯 － 费景汉模型，简称为刘 － 拉 － 费模型) 可以通过

图 1 来表示。在图 1 中，CD 表示农村劳动力供给曲

线，Or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Oc表示城市

工业部门雇佣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在不考虑

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只要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获得的

工资 ( W* ) 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获得的最低生存工资水平 ( W1 ) ，农村人口就会不断涌向城市，进

而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N1N2 部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

剩余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 ( W1 ) 。城市的工业部门遵循劳动力边际产

出等于工资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对农村劳动力吸纳的数量 ( OcL1 ) 由固定工资水平 ( W* ) 与

劳动边际产出曲线 ( M1N1 ) 的交点决定，从而农村劳动力被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劳动力 ( OrL1 ) 停

留在农业内部就业，一部分劳动力 ( OcL1 ) 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

由 M1N1 逐步上升到 M2N2，被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也由 OcL1 上升到 OcL2，由此，一国经济发

展进入第二阶段 ( N2N3 ) 。而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 N2 点则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其对应吸纳

的农村劳动力水平为 OcL2。在这一阶段，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将会得到延续，但由于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供

给曲线并不是水平状，而是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这一变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只停留

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 ( W1 ) ，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而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农村就业人员获得的工资会高于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 ( W1 ) ，而城市工

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固定工资水平 ( W* ) ，相对于第一阶段 ( N1N2 ) ，在农民数量减少

的基础上，第二阶段 ( N2N3 ) 的城乡收入差距①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并最终在 N3 点趋于一致。N3

点则是“刘易斯第二拐点”，由此，经济发展越过 N3 点的 N3W
* 部分则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城

乡差别已经消失，并且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表现出相同的稀缺性，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资

水平呈现一一对应的同步上升态势。

由此可见，刘 － 拉 － 费模型将“刘易斯拐点”进一步分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和 “刘易斯第二

拐点”。进一步来看，“刘易斯拐点” ( 不管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刘易斯第二拐点”) 关注了

两个主题。其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的供求问题。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

严重过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和 “刘易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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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考察的是农民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就业收入的差距，因为在城市就业的居民的劳动收入主
要通过工资性的收入表现出来，因此，为了表达方便，后面直接将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等同
于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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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拐点”之间，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换言之，城市工业部门在吸纳农村人口的同时，农业

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农村就业人口工资呈现上涨态势。“刘易斯第二拐点”则是城乡一体化后，劳

动力整体短缺的描绘。其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刘 － 拉 － 费模型中，在 “刘易

斯第一拐点”未到来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稳定在一个固态水平 ( W* － W1 ) ; 在跨越了 “刘易

斯第一拐点”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仍稳定在 W* 水平，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随着经济

的发展，农业工资水平不断上升 ( 上升至 W2 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 而城乡收入差

距在“刘易斯第二拐点”以后真正消失。而且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与城乡

就业人口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整同步的过程。具体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呈现三个阶段

( 由 OcL1 上升到 OcL2 为第一阶段，由 OcL2 上升到 OcL3 为第二阶段，OcL3 到 OcOr为第三阶段) ，而

与之相对应的城乡收入差距 ( 等于 W* － W1、小于 W* －W1、0) 则呈现阶段性的下降。

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使经济转型、“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手段，而且，

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从这种

意义来看，两者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如果仅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核心指标来判

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则从根本上忽略了 “刘易斯拐点”需要表达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

核心目的。因为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本质上是描述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因

此，判断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必要条件是: 其一，我国农业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以

及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否呈现短缺状态; 其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在一定时期呈现明显缩小

的态势; 其三，在前面两个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消灭后，与之相匹配的城乡收入差

距是否呈现不断缩小的动态变化。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剩余劳动力的解读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决定，并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换言

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一致时，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将会相等。

当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反过来说，当劳动力价格小于、等于或者大

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供需状况分别对应的是供给过剩、需求平衡、供给不足三种情况。对一国来

说，劳动力是否过剩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反映出来。这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

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程度是与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一对应的映射。

假定在 t 时期，劳动力价格用劳动力工资来表示，一国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工资分别记为 Vt 、

Wt 。如果仅考察 t 时期的劳动力需求状况，只需要计算出
Wt

Vt
即可。定义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θt =

Wt

Vt
，当 θt ＞ 1 时，劳动力工资 Wt 大于劳动力价值 Vt，表明在 t 时期劳动力是短缺的; 当 θt = 1 时，则

表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达到了平衡; 当 θt ＜ 1 时，则表明劳动力已经过剩。

刘 － 拉 － 费模型将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在达到 “刘易斯第一拐点”前假定为不变的工资水平，

在达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前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假定为一固定水平。在现实中，不管是

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静态水平。即劳

动力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和劳动力短缺有必然的联系。以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考察劳动力的短缺情

况，则能更贴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具体而言，考察 “刘易斯拐点”中的劳动力的需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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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不仅要考察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情况，还需要考察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情况，“刘易斯拐点”表明的

是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农业规模不断萎缩和城市工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

过程中，农业规模和城市工业规模是不断变化的，使得与之对应的劳动力需求规模也不尽相同，即劳

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是个相对概念，对“刘易斯拐点”的分析应在动态分析框架中展开。

假定在 t + 1 时期，劳动力价值 ( Vt+1 )、劳动力工资 ( Wt+1 ) 都在变化 ( 相对于 t 时期的 Vt 、Wt ) ，

自然 θt +1 =
Wt+1

Vt+1
也不相同。从动态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比较在不同时期劳动力需求状况的变化。如果

θt +1 ＞ θt，则表明相对于 t 时期，劳动力工资在 t + 1 时期变化的正向幅度要大于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幅

度，这也说明劳动力供给在相对减少; 反之，如果 θt +1 ＜ θt，则表明劳动力的供给在相对增加。

“刘易斯拐点”还必须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变化情况。假定在发展初期

t 时期，农村和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分别为 θＲt 、θCt 。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在发展初期，城市工

业部门并不能马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存在过剩的情况，刘 － 拉 － 费模型中

暗含着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θＲt ＜ 1 以及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θCt ＜ 1 这一假设条件。

假定在 t + n ( n ＞ 1 ) 时期出现“刘易斯第一拐点”，这时农业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达到了维持

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平衡。同时，当越过 “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农村劳动力的减

少与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向上调整一一对应。换言之，“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出现必须建立在劳动力价

值实现程度 ( θＲt…θＲt+n－1 ＜ θＲt+n = 1 ＜ θＲt+n+1… ) 的阶段性跳跃的基础条件之上。

由于“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后，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相对较高，仍然会有大量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直到在城乡收入趋于一致的 “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后才会停止。假定

“刘易斯第二拐点”在 t + n + m ( m ＞ 1) 时期出现，则意味着劳动者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就业，所获

得的收入相等，城乡劳动力流动出现动态均衡。而越过 “刘易斯第二拐点”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

动力需求增加的直接效应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升。这也就是说，t + n + m ( m ＞ 1 ) 时期是城市工业部门

的劳动力供求平衡的时间点，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也将呈现 ( θCt…θCt+n+m－1 ＜ θCt+n+m = 1 ＜

θCt+n+m+1…) 阶段性动态演化的过程。

四、对“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实证分析和判断

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条件，将涉及两个核心变量: 城乡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城乡收

入差距。如果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进行分解，判断城乡劳动力供求状况可以先分别估算出农业部

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θＲ =
WＲ

VＲ
和 θC =

WC

VC
的值，然后再分别把 θＲ 和 θC 与 1 作比较。

城乡收入差距则可以用劳动者在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定义城乡收入差距

系数为 δ，将城乡收入差距系数记为 δ =
WC

WＲ
。由此可见，判断 “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将涉及 WＲ 、

VＲ 、WC 、VC 四个变量。

1． 我国城乡劳动力价值 ( VＲ 、VC ) 的估算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

定的”［19］。具体而言，劳动力价值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①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

值; ②劳动者养活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③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的价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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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变化
数据来源: 农村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 2013) ; 城镇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

者的负担人数除 1979、1980 年外，其他年份均来自于《中

国统计年鉴》 ( 1982 ～ 2013) ，1979 年和 1980 年的数据通过

城镇总人口数除以城镇就业人数得到。

某一年份的截面来看，在一国中，既存在刚出

生的婴儿，也有参加工作的劳动者，
也有不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维持劳动力生存

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将通过社会

必需品的支出、对养老和家庭抚养费以及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来体现，即劳动力价值构成

中的三部分都会通过一相应支出值表现出来，

但注意到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满足劳动者本人

和家属子女生活所需，故需要以家庭支出作为

测算依据，而不能仅仅计算单个劳动者的生活

消费支出。由此，得到一均衡式: V·P1 = C·
P2，其中 V 为劳动力价值，P1 为家庭中就业的人

数，C 为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①、②、③的人均

图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支出变化
数据来源: 农村家庭人均支出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 2013) 中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城

镇家庭人均支出由《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 2013 ) 中家庭

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和社会保险费支出的加总。由于数据缺

失，城镇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在 1978 ～ 1980 年的数据

直接用平均每人消费支出替代。

支出值，P2 为家庭的总人数。进一步就可得到

劳动力价值的估算公式: V =
C·P2

P1
，定义 p =

P2

P1
，则 V = p·C。

为了估算城乡劳动力价值，需要计算每一

年度的 p 和C 值。这里选取的 p 值就是在家庭内

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 C 值则是一

家庭的生活费支出值①。根据 1982 ～ 2013 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我们能分别找到和计算出

1978 ～ 2012 年每个年度城镇②家庭和乡村家庭

中所对应的 p 和 C 值。

由图 2 和图 3 可知，城镇和农村家庭在 C

和 p 值上都存在差异，由公式 V = p·C 可知，城

图 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价值变化

乡劳动力价值也必然存在差异。图 4 是估算的

1978 ～ 2012 年城镇和乡村每一年度的劳动力价

值。可以看出，城乡劳动力价值尽管都呈现出

不断上升的态势，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

拉大。
2． 城乡收入差距系数 δ 的测定

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的动力来源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

部门之间较大的劳动收入差异。在农村就业的

·901·

①

②

在生活费支出中，由于我国目前只在城市建立了覆盖面较广的养老保险市场，因此，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费支出将
不仅包括社会消费支出，还包括农村所没有的养老保险费用的支出。
根据我国《城市规划法》对城市的定义: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本文将城市与城镇视为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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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其劳动收入通过家庭经营获得，在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以被雇佣而获得工资的形式

呈现。因此，在衡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系数 δ 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将用家庭经营收入替代，而城镇劳

动力收入则仍沿用劳动力工资的指标。在图 5 中，我们计算出了每一年度城乡收入差距系数 δ。可以

看出，δ 值在 1978 ～ 1984 年间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在 1985 ～ 1997 年间较为平稳，在 1998 年以后呈

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从 1978 ～ 2012 年的整体变化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并没有

出现下降的趋势。

图 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数据来源: 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 2013) 每一年中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收入。

城市劳动力人均工资则直接选取《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

2013) 每一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指标。

3． 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 θＲ 、θC )

的测算

上面的分析中已经估算出 WＲ 、VＲ 、WC 、
VC 这四个变量值，由此可以计算城乡劳动力价

值实现程度 θC =
WC

VC
和 θＲ =

WＲ

VＲ
。

图 6 是对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估

算。从中可以看到: 在 1978 ～ 2012 年长达 35

年的时间序列中都存在 θＲ ＜ 1，这也就是说，

在农业封闭经济体系中的农民，从事家庭农业

经营并不能有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农村还存

在剩余劳动力。而且在 2000 ～ 2012 年间，劳

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 θＲ ) 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经营需要的劳动力在不断

减少，农村还存在大量可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

图 6 我国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变化

由图 7 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变化轨迹，

可以看出: 在 1978 ～ 2002 年都存在 θC ＜ 1 的情

况。在 1978 ～ 1996 年之间 θC 值在整体呈现波动

的特征，但自 1997 年以后 θC 随时间不断增长。

在这一时期，尽管城市劳动力过剩，但这种过剩

的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在 2003 年的时间点上，

存在 θC ≈ 1，这也就意味着 2003 年是城市劳动力

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的时点。在 2004 ～ 2012 年间

θC ＞ 1 ，并且存在不断拉大的态势，这也与 2004 年以后我国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趋势遥相呼应。

图 7 我国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变化

4． “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从我国农业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看，在

1978 ～ 2012 年 35 年的时间序列中都存在 θＲ ＜ 1，

这与刘 － 拉 － 费模型中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原

始假设 相 吻 合。自 然，也 不 满 足 由 θＲt ＜ 1 向

θＲt+n = 1 演变的判别条件，这也就 直 接 否 决 了

“我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的结论。

从我 国 城 镇 劳 动 力 价 值 实 现 程 度 来 看，

1978 ～ 2002年存在 θC ＜ 1，2003 年存在 θC ≈ 1，在 2004 ～ 2012 年存在 θC ＞ 1，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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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呈现 θCt ＜ 1θCt+n+m = 11 ＜ θCt+n+m+1 的阶段性演变轨迹。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我国城市

劳动力短缺的事实来看，2004 年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显现的时间点。但如果按照刘 － 拉 － 费模型

来看，城市劳动力短缺理应是越过 “刘易斯第二拐点”以后的产物，这与吴要武得出的 “我国已经

跨越了‘刘易斯第二拐点’”的结论相一致［20］。但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出现

表明城乡劳动力收入趋于一致。然而，1978 ～ 2012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系数 δ 在整体上是不断扩大的，

城乡劳动力收入并不存在趋于一致的态势。

由此可见，我国只是出现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一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进一步来说，“刘易斯拐点”的本质在于刻画经济转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态势，显

然，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直接否定了我国出现 “刘易斯拐点”的结论。

五、对“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反思

我国城市既出现了诸如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等与 “刘易斯拐点”相符合的基本特征，

也出现了诸如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等背离 “刘易斯拐点”的现象。由此就引出几个问题: 作为

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什么我国发展的实际与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 这是否意味

“刘易斯拐点”的分析本身存在缺陷? 抑或是 “刘易斯拐点”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遇到 “水土不服”

的窘境? 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我国“民工荒”、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

首先，“刘易斯拐点”预示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的人均劳动效率也得到提

升，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的演变路径，但刘 － 拉 － 费模型中的这一分析结论蕴含着几

个严格的假设条件。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建立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和农业部门工资调整存在时滞的基础上。在

刘 － 拉 － 费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农村劳动力工资稳

定在固定水平的时间相对较短。这也暗含着一种推论: 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未出现时，城乡之间

的劳动生产效率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将客观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国家，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消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按照刘 － 拉 － 费模型的研究逻辑就必然存

在一个较长期的“大部分农民相对贫困式”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鸿沟”。

第二，刘 － 拉 － 费模型遵循的是工业和农业非平衡发展的逻辑。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农业的发

展建立在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的基础之上，城市工业部门是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托

达罗 ( Todaro) 就曾经批评刘 － 拉 － 费模型中单纯通过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即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观点，在其模型中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仅仅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好农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21］。从我国发展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农民工严重过剩，使得在城市就业

的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形成城市工业部门的 “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城市工业

部门更快发展最有力的支撑。在假定农业生产部门效率低下，城市工业部门存在能支撑更快发展的内

在动力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存在 “路径依赖”的惯性。

第三，农村劳动力同质化假设。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劳动力被分为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业

部门劳动力两种不同的类型，而农村劳动力本身的差别却被抽象掉。这也就是说，在刘 － 拉 － 费模型

中，农村劳动力是同质化的。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本身存在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

异。如果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引入农村劳动力异质化这一假设，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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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言，在发展初期，城市工业部门能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有限。要获得城市有限的就业岗位，农村劳

动力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将是具备较高技能水平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精英能率先在竞

争中获得城市就业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

村劳动力由乡村进入城市务工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弃耕厌耕思想的日益严重。推动农业、农村发

展的“精英主体”的流失，使农业自身发展面临人才 “空心化”的危机，进而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等

问题［22 ～ 23］。支撑农业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后，农业生产效率落后、城市工业高速

发展的趋势在累积循环中得到强化，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刘易斯拐点”解释的是农村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演变，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身

份由农民向市民的同步转变过程。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却造就了农民工这一特殊性群体。我国农民工

劳动力是拥有农民的身份而在城市就业的群体，其工资收入还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农民工

劳动力成为介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劳动力形式。据此，包小忠认为我国 “刘易

斯拐点”由城市制度工资率 ( W* )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 W2 ) 、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等方面带来

的流动成本 ( B) 和纯农业劳动收入 ( W1 ) 等几个变量共同决定［24］。当拐点出现时，城乡之间劳动

力就业存在一种平衡，即存在 W2 － B = W1 这一恒等式。而在跨越拐点以后，当 B 不变时，W1 的上

升会对 W2 的上升形成倒逼机制。而当 W2 无法调整时或者是 W2 上升的幅度低于 W1 上升的幅度时，

农民工就只能对 B 值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劳动力由东部沿海向内地、由大中城市向乡镇、由城市就

业向农村创业等方面的逆向流动。我国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大于外出农民工，在中西

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年均增长快于东部地区，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向地级市转移的比

重逐步提高等事实［25］也从经验上验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

我国 53. 7%的城镇化率［26］以及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我国的劳动力远

未到枯竭的程度。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民工荒”现象，则为农民市民化的顺向流动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方面，农民市民化能遏制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 “民工荒”蔓延的态势，另

一方面，农民市民化使得农民工直接节约了成本 B，农民工变向增加了收入，必将刺激消费，拉动内

需，从而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农民市民化与“刘易斯拐点”最核心的政策含义相一致:

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于尽量减少农民。

六、结论

较多的国内外研究在判断我国是否跨越 “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上呈现迥然不同的答案。正因为

存在众说纷纭的结论，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相关理论来判断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将是一

种全新的尝试。通过对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分别估算，我们发现: 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

动力; 同时，城市劳动力的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在 2004 年左右出现，这与我国出现 “民工

荒”的时间点是高度吻合的。但不能由此判断我国就已经越过了 “刘易斯拐点”。

在刘 － 拉 － 费模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民不断被市民化同

步的过程。但我国当今实践却与这一理论设想背道而驰，为此我们需要对二元经济理论以及 “刘易

斯拐点”重新审视和反思，并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民工荒”等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国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由我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由城市工业部门享受巨大的 “人口红利”、二元

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惯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是介于农村劳动力和城

市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劳动力形式，我国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同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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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可以看成是农民工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对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抗争。农

民市民化既是当今缩小城乡差距最有力的手段，也能为我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只有有效解

决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市民化、工农业协调发展等问题，才能真正回归到 “刘易斯拐点”

的最本质要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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